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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信息非对称的影响，选择优质的合作伙伴是技术转移活动的关键。本文结合技术转移特征，引入专用性资产，构建技术转移信号博弈模型，识别并验证专用性资产作为信号传递的可行性、有效性和清晰性。研究表明，专用性资产在技术转移选择阶段作为传递信号可以弥补信息非对称的不利影响，提高技术转移的发生率，提升技术转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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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choosing high quality partners is the key to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troducing the specific assets, building technology transfer signaling game model, to identify and verify the specificity assets as the feasibility, effectiveness and clarity of signal transmission. Study shows that the specific assets in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selection stage as signal can compensate fo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o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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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技术转移是指拥有技术的一方通过某种方式将其拥有的技术及有关权利转移给另一方的整个活动过程[1]。技术转移是我国创新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合作研发、专利许可交易等是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技术合同交易额为8500多亿元，占我国GDP产值的1.34%，其中，专利技术交易年成交额661.42 亿元,共计7111项，同期，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16.3万件。显而易见，有效专利交易与专利授权数而言完全不成比例，90%以上的专利技术未能在技术市场中通过技术转移实现价值。技术转移本质是因信息非对称的存在，技术信息在优势供方与劣势需方之间传递、吸收与应用的过程，由于技术的缄默性、公共性、产权易逝性[2]，以及转移的后验性特征，技术转移活动中机会主义风险尤盛。那么，对于需方而言，如何在市场中选择具有高技术价值和高转移意愿的供方，以降低信息非对称引起的机会主义风险，是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提升技术转移质量的关键。
为降低信息非对称的不利影响，减少技术转移中的机会主义风险，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展开了丰富研究。转移政策方面，学者研究指出可以依赖技术创新制度，建立完善的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数据库（王晟，2012）[3]，加强信用体系和信用评级的建设（唐家龙等，2006；朱全涛等，2007）[4][5]。转移机制方面，学者研究认为机制设计重点在于建立规范、系统、全面的技术筛选评估程序（叶小青等，2003；刘和东，2008）[6] [7]，而高校与企业间的转移还要建立科学的可行性研究体系，要发挥审计委员会的监督和治理作用（吴青华等，2008）[8]，而采取何种报酬契约形式则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岳贤平等，2007；梁剑，2010；刁丽琳，2010；王芸等，2013）[9] [10][11][12]。转移模式方面，学者研究认为技术中介的介入是降低信息非对称影响的重要途径（方世建等，2003）[13]，技术中介的介入降低交易双方实现匹配的不确定性（董正英等，2005）[14]，降低逆向选择产生的风险，促进技术信用升级（唐守廉等，2014）[15]。
综观现有文献，多是从技术转移环境、政策、机制、模式等宏观层面研究缓解信息非对称引起的不利和风险的方法。由于技术具有缄默性、公共性、产权易逝性等特征，且转移具有后验性特征，合作伙伴的选择在技术转移中尤为关键，选择善意、诚信和有技术能力的合作伙伴是实现高质量的技术转移的前提。根据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选择合适的信号，将有价值的信息准确、清晰的传递给潜在合作方，能降低潜在合作方的信息甄别难度，利于双方的有效合作。技术转移中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有学者认为引入第三方专家认证为传递信号，可以提高技术价值评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降低技术价值的评估难度（朱丹等，2007）[16]；引入可变费用契约或不同支付形式为传递信号，可以区分不同类型技术所有者（岳贤平等，2007；夏轶群等，2009）[17]；引入企业经营状况为传递信号，可以降低技术联盟伙伴选择的风险（曹兴等，2011）[18]。现有的几篇文献未能就信号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上进行进一步论证，在技术转移中的实践应用有待考量。
技术本质上是多信息融合贯通的显性表现，技术转移是技术信息在供方与需方间传递、接收与融合的过程。供方是信息优势方，拥有需方不具备的私有信息，并期望通过某种方式转移给需方，进而实现私有信息的价值并获得收益。需方是信息劣势方，期望通过转移、吸收供方的私有信息，并与自有信息融合、应用，获得该技术信息的溢出收益。因技术具有产权易逝性特征，在转移伙伴选择阶段，供方不可能向潜在需方传递核心的私有信息，供需双方之间的技术差距增大了需方对技术信息真实性的评估难度，而供方为获取最大利益，有可能传递虚假信号来粉饰技术质量，作为理性经济人，为减少利益损失，需方会放弃合作伙伴选择。因此，对需方而言，只有通过供方传递的可行、有效、清晰的信号才能评估技术价值的高低及其转移意愿，进而决定后续转移行动。
基于此，本文在前沿理论与中国技术转移环境基础上，结合技术转移的特有特征，拟引入专用性资产，构建技术转移信号博弈模型，识别并验证专用性资产作为技术供方传递信号的可行性、有效性和清晰性。研究专用性资产在技术转移中的作用与应用，对缓解信息非对称的不利影响，提升技术转移质量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技术转移研究的相关理论。
二、专用性资产与技术转移
经济学家认为专用性资产是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Williamson，2001）[19]。即专用性资产是专门为支持某一特定团队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并且一旦形成，再改作他用，其价值就会大跌（杨瑞龙等，2001）[20]。专用性资产在经济交换中的作用学术界存有两种不同观点，Williamson等学者认为由于有限理性和不完全契约的存在，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会使交易方利用机会主义行为赚取准租变为可能，给交易者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然而，Lui、惠双民、程宏伟等学者则认为专用性投资可看作是供方在信息优势下对放弃机会主义的可置信承诺，并建立自我实施的私人秩序，主动约束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强履约能力，利于合作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21][22][23]。在知识领域的专用性资产研究发现，专用性投资既增加投资方成本亦会增加知识接收方的接收成本，并能促进双方关系的良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接收方的机会主义行为（Kwon，2011；周俊等，2015）[24][25]。王节祥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合作创新中存在单边资产专用性和双边资产专用性，单边资产专用性会增大另一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而双边资产专用性则会形成共生性依赖，在互利共生中减弱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26]。
可见，专用性资产的特性可以传递投资方的履约动机信息，其存在的可占用性准租对缔约主体行为产生约束，这种约束作用提高了承诺的可置信性，即高水平的专用性投资能同时反映投资方对未来高收益的信心和较低的违约动机（张敦力等，2013）[27]。基于此，马本江等（2011）以企业专用性投资为产品质量传递信号，探讨了我国市场信用状况恶劣的原因[28]，王陆玲（2011）等以专用性人力资本为信号筛选服务外包中有长期合作意愿的服务供应商[29]，孙毅等（2015）研究认为控制性股东对上市公司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传递了一种可置信承诺的信号，但资产专用性的行为效应存在着噪音，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加大，控制性股东因为获得超额收益而不惜牺牲中小股东的利益，使约束力减弱[30]。因此，在经济领域，运用专用性资产作为传递信号研究有关经济问题是可行并有效的。
技术转移活动中的专用性资产主要是指技术参与方为支持技术转移持续进行的人力、财力、物力、场地等的专门投资，这种投资会持续于技术转移活动的整个过程。对于信息优势的供方，其对技术转移活动投入的专用性资产是可观察的，主要表现在因技术所获得的专利、奖励、设备质量及规模、技术团队主要成员社会知名度等多个方面。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供方在转移前期进行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可作为其转移承诺抵押品，是一种可置信承诺；充分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是供方对自身技术能力和转移技术价值的信心的表达，反映了供方的强转移意愿、高转移信心、低违约动机。因此，专用性资产在技术转移伙伴选择阶段扮演积极角色，能制约供方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供方的失信成本，促进参与方之间的信任形成，利于技术转移的发生。
综合而言，选择专用性资产作为技术转移中的供方传递信号是可行且有效的。首先，专用性资产作为信号具有成本。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市场交易中某些厂商的行为之所以能成为传递信息的信号，首先在于传递该信息时需要成本，且不同的发送者之间的成本是不同的，只有这样才能将不同的信号发送者区分开来，产生分离均衡。其次，专用性资产作为信号反映技术价值。技术价值是需方首要关注的信息，需方进行技术转移初始动力就是获利，需方对技术的价值高低的判断直接影响技术转移行为的发生。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在无法判断能否获利，并担心对方的投机行为时，当事人多会选择选择不与对方交易（Williamson，2001）[19]。再者，专用性资产作为信号体现转移意愿。转移供方是信息优势方，拥有需方不具备的私人信息，这些信息正是技术的价值体现。供方的转移意愿往往决定了转移的结果，供方具有强转移意愿，则愿意主动将更多的私人信息与需方共享，进而实现技术的溢出效应。
三 技术转移信号博弈模型
本节将构建技术转移信号博弈模型，进一步论证专用性资产作为传递信号的可行性、有效性和清晰性，分析专用性资产的作用机理。技术转移活动中，技术供需双方是博弈的两个主体，技术转移成功与否是供需双方多次博弈的结果，并非由技术供方或需方中任何一方的策略选择所决定。因此，技术供需双方间的策略选择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的策略选择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作为信息优势的技术供方，对所持有技术的真实价值、先进程度、应用领域等方面具有完全信息，而需方则处于此类信息的劣势地位。技术供方为获取转移的最大收益，会根据持有的技术真实状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既有可能传递真实的技术价值信息，亦可传递虚假信息，其传递所需的成本存在差异，需方只能根据传递的信息进行判断并决策。这一过程实为信息非对称下的技术供需双方的信号传递博弈。
本文借鉴麦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1973）劳动力市场模型，Spence认为市场中高能力求职者可以通过传递教育信号机制，消除因逆向选择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注意到，教育之所以能成为模型信号，在于求职者传递教育信号需要成本，且不同类型的求职者的成本不同，高能力的求职者传递信号的成本让低求职者无法模仿，从而产生分离均衡，把不同类型的求职者顺利区分，实现劳动力市场的高效率。根据劳动力市场模型，本文选用专用性资产作为传递信号，供方进行的专用性投资会形成诸如专利、技术奖励、技术设备等显性形式，便于需方的考察，一方面对供方转移的技术起承诺担保作用，一定程度上解决技术转移中的逆向选择问题，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因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程度高，不仅避免了传递信号的趋同,而且也不会额外增加技术供方信号传递成本。
	1．参数设计
技术供方和需方共存于技术市场，供需双方均期望通过技术转移获得收益，但在技术搜索阶段，由于供需双方之间存在技术距离，需方无法准确辨析供方的技术通过转移后是否能为其带来收益，但供方对其所拥有的技术的真实价值是清楚的，并能判断通过转移是否能为需方带来技术收益。设供方转移给需方的技术的真实价值为，按其价值分为高技术价值和低技术价值。本文所指的高技术价值是指技术经过转移后达到并高于需方的预期转移收益，而低技术价值则是指技术经转移后低于需方的预期转移收益，且供方在转移前对此信息完全掌握。为简化分析假定供方提供转移的技术属于高技术价值和低技术价值的先验概率相等。
技术转移活动中，技术供方为信号发射方，技术需方为信号接收方。技术供需双方要在相互博弈中做出准确判断和正确决策，关键在于供方能传递出真实有效的信号。基于此，本文引入专用性资产为传递信号，设为。作为拥有高技术价值的供方，由于对持有的技术通过转移能达到需方预期收益有准确认知，进而会有很强的意愿传递给需方非核心信息外的辅助信息，会进行大量的专用性投资以获取需方信任并达成转移契约。供方进行的专用性投资会形成专用性资产，主要包括供方为该技术申请的专利、技术奖励、为满足需方需求专门建设的中试设备或装置、专门组建的转移项目团队、持续的项目介绍、交流会等，这类投资若无法与需方达成契约，更多的是无法回收的沉淀成本。对于低技术价值的供方，由于其技术无法达到需方预期收益，为减少沉没成本，则不会投入太多的专用性资产用于转移活动。对于需方而言，这类专用性资产是可观察和测量的，能为其转移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专用性资产作为信号，释放的是供方技术实力、合作意愿、机会主义等信号，是对需方的一种可置信承诺。
2．信号传递模型
（1）信号传递过程
依据Spence(1973)劳动力市场模型，遵循序贯理论要求进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①引入“自然”作为虚拟参与人，自然选择转移供方的类型；②供方根据自身的技术价值水平，将专用性资产作为信号传递给需方；③需方观察到信号后，由贝叶斯法则求得后验概率；④转移双方获得相应的收益。
（2）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参数设计，在技术转移活动中，技术供方的预期收益可看作是技术价值与专用性资产的函数，参考曹兴等（2011）技术联盟合作伙伴选择博弈模型并作一般拓展。供方转移的预期收益函数设为，其中、、为分别为技术价值、专用性资产以及两者交叉作用对供方预期收益的影响系数，且、、。可理解为供方技术价值与专用资产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当供方持有高价值的技术并有较强的转移意愿时，供方会愿意投入更多的专用性资产，并期望通过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获取更大的收益。例如：某一科研院所新发明某一项技术，某一企业具有转移意愿时，为传递给企业更多的技术信息，科研院所会投入人力、时间、财力等为企业量身定做中试设备，并进行现场试验，以试验效果降低企业顾虑的技术风险，促进双方技术转移的发生。供方之所以愿意投入更多的专用性资产源于逐利本质及其对技术的信心，如果试验成功，企业决定进行技术转移，这部分专用性资产投资与技术价值产生的交叉效用能为科研院所获取更多的溢出收益。可见，技术价值的高低直接影响供方专用性资产投资，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高低也反映出供方技术价值的高低。
	由于技术存在高低价值两种类型，技术供方预期收益函数表示为如下形式：

同时，根据供方的不同技术价值类型和预期收益，技术需方也会给出供方一定的预期收益，预期的收益函数为：

式中，b是需方根据供方专用性资产投资传递的信号，对技术的价值进行判断后给出的供方预期收益系数，。
	令是技术价值为的技术供方效用函数，假定，。经济学解释，预期收益会给技术供方带来正效用，但随着预期收益的增加，给供方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将呈现出递减或是不变的趋势；而随着供方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增加，相对的成本也增加，给供方带来负效用，且随着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增加，边际成本的增加，供方的边际效用也将呈现递减趋势。反应在二维空间，我们就可以得到两条斜率为正且递增的无差异曲线。我们认为，专用性资产对于低技术价值供方效用的影响大于对高技术价值供方效用的影响，即。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低技术价值的供方无差异曲线要比高技术价值的无差异曲线更陡峭，即专用性资产多投资1单位，低技术价值供方所需补偿收益高于高技术价值供方，且两者在二维空间上仅有一个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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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分离均衡
3．模型分析
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最优均衡解在无差异曲线和收入曲线的切点处，即为图中的（A,B）。即A、B点分别为低、高技术价值的供方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均衡解。
但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不完全信息给低技术价值供方提供了伪装成高技术价值供方的机会，伪装的方法是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但是否采取伪装，取决于伪装的成本。当时，低技术价值供方的效用高于高技术价值供方的效用，则其没有动机增加专用性资产投入；当时，低技术价值供方为获取更高的效用，会选择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伪装成高技术价值一方，为了区分出不同类型的供方，我们讨论其分离均衡。
前文已假定供方的技术属于高价值和低价值类型的先验概率相等，可令为需方在观察到供方所投入的专用性资产后认为其属于低技术价值的后验概率，同样为供方属于高技术价值的后验概率。根据精炼贝叶斯均衡定义，存在一个预期的收益函数，一个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和后验概率，使得：
① 给定，，最大化；
② ；
③ 符合贝叶斯法则。
对条件②进行整理可得：，因为，可得，是位于与之间的一条曲线。
观察图1，根据精炼贝叶斯均衡条件①，满足均衡点的条件是价值曲线必须在过均衡点的无差异曲线的下方；根据精炼贝叶斯均衡条件②，满足均衡点条件是均衡点必须落在各自相对应的价值曲线上。由以上两点，我们可得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A点为低技术价值供方的均衡点， C点为高技术价值供方的均衡点，其中C点是、、三条曲线的交点。当高技术价值的供方选择专用性资产大于或等于，低技术价值供方的伪装成本大幅增加，效用降低，则会选择；而当技术需方观察到供方专用性资产投资大于或等于，需方认为此时供方为低技术价值的概率为0，会选择支付预期收益。
当时，尽管对于不同技术价值的函数存在着不同的分离均衡，但可以使用非均衡路径上劣战略剔除办法，应用Kreps的直观标准,可以剔除掉所有的混同均衡，只存在一种分离均衡是合理的，即低技术价值的供方最优选择为A点，为完全信息条件下低技术价值供方的均衡策略[31]。
当时，对于低技术价值供方而言，尽管可以传递给需方充分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信号，使需方认为其具有高技术价值，然而由于伪装成高技术价值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成本太高，其获得的效用低于或等于在点的效用，所以低技术价值供方的最优解还是在A点。对于高技术价值供方而言，任何大于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是低技术价值供方无法模仿的，其没有必要选择大于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因此，是高技术价值供方将自身与低技术价值供方区别开来的最低专用性资产投资，即高技术价值的供方最优选择为C点，为该信号传递模型分离均衡解，并且是为实现分离的最少的额外专用性资产投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技术转移活动中，需方进行转移的目的是吸收并应用转移的技术获取收益，其前提是选择优质供方。但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受信息非对称的影响，需方难以依靠自身能力直接在市场中筛选出优质供方。因此，持有不同技术价值的供方既有动机向需方传递与真实价值相匹配的信息，也有动机传递伪装技术价值的虚假信息，为帮助需方对此类信息有效甄别，本文引入供方的专用性资产作为传递信号。
研究表明：在合作伙伴选择阶段，供方不同程度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对于需方决策影响存在差异，充分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是供方对自身技术能力和转移技术价值的信心的表达，可以提升需方技术评估的准确度，降低需方技术选择难度，抑制供方机会主义行为，提振双方合作的信心。譬如：某一科研院所或高校科研人员新发明某项技术，并期望通过转让、授权等方式转移给另一方，如果其为这项技术申请多项专利，参加多次学术活动，组织专项的技术推荐会，开展项目现场中试等等，这类行为有助于让潜在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加速了解技术内容，评估技术价值，预判转移收益，这类投资就是其进行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可见，专用性资产在选择阶段作为传递信号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具体表现为：（1）弥补信息非对称的不利影响。（2）提高技术转移的发生率。（3）提升技术转移的质量。
鉴于此，在技术转移活动中，特别是伙伴选择阶段，要充分发挥专用性资产投资的积极作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能力和信心的优质供方要进行充分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以实现与劣质供方的有效区分，促进我国技术转移市场的良性发展，提升技术转移市场效率，可以从三个方面重点突破。
（1）技术持有者应加强技术的第三方鉴定。技术的第三方鉴定，主要包含技术专利的申请、技术奖项的评定、行业专家的鉴定意见等方面。由于技术的缄默性特征，且需转移的技术多是新兴技术，更多的是刚在实验室成功，尚未实现规模化应用，没有实践成果鉴定作参考，因此，更多的是由行业专家、专业人士对其进行评价，其中专利、技术评奖等则是其技术价值的重要表现方式。因此，作为优质的技术持有方应加强技术专利的申请，参加技术进步等奖项的评选等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这类投资成为沉没成本的风险很小，是有效区分其它技术供方的重要指标。
（2）技术持有者应加强有针对性的技术试验活动。技术试验活动主要是指技术持有者向潜在的，已有转移意向的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有目的性的技术应用活动，常见的主要包括实验室小试、现场中试等。如某一材料科学研究院新研发出某一项新型耐酸碱材料，为让潜在需方知道其耐酸碱效果，供方免费为需方场地制作安装了该类材料，这个过程就是专用性资产投资的过程。在技术市场中，这类行为活动有助于让需方直观、清晰、准确了解未来技术转移可能达到的技术效果，很大程度上降低需方的技术风险，奠定双方的信任基础。因此，对于供方而言，在自身许可范围内，尽可能的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试验活动，有助于提高技术转移活动的发生率。
（3）完善技术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现今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技术创新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技术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市场的诚信体系建设还未开展。今后，政府职能部分应强化其市场监管职能，加强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鼓励并保护技术参与方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技术转移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引导方式，降低技术参与方的专用性资产投资风险，如定期组织技术交易交流会，对技术参与方投资的专用性资产给予政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或奖励等。要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以市场为主体，逐步完善技术市场的监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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